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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文 明中 华 文 明 ：：
在 固 本 开 新 中 永 驻 风 华在 固 本 开 新 中 永 驻 风 华（（上上））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

灿烂的古代文明，尤为特殊的是，

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

唯一没有中断并以国家形态绵延至

今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

发展特色。同时中华文明又与世界

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同进

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

的地位。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起源和发展

人 类 从 史 前 时 代 进 入 文 明 社

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于

中国而言，5000 多年的文明史，是

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

史的漫长积淀上铸就和展开的。

从人类进入文化初期，中国北

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沿海

一带都已有早期人类的活动，这些

长期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

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生产方式、文

化方式以适应不同的自然条件。从

公元前 6000 年左右开始，这些早期

族群已经在分别聚居的不同区域形

成了集团并且展现出不同的文化

特点。

在这种多元格局中，不同文化

在接触间出现了融合与竞争，使中

华早期多元文化从“满天星斗”逐

渐变为“月朗星稀”，并展现出文明

的雏形。除了文化本身的融合外，

一些区域文化的衰落甚至消失，与

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员迁徙有关系。

例如，已经进入文明初期的良渚文

化的衰亡，大概即是受到水灾的影

响。从 1936 年被发现，良渚古城遗

址以其保存完整的宫殿、墓葬、祭

祀体系等，实证中华 5000 多年的文

明史。但是，大约在良渚文化晚

期，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

平面上升，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

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受到了严重的

海侵。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遗址上

发现了大量的淤泥、泥炭和沼泽

层。这些证据充分说明，良渚先民

受到了大洪水的威胁，良渚文化的

文明因子没有发展下去，很可能是

受到水灾的严重影响。继良渚文化

之后长江下游的文化类型，虽然部

分地继承了良渚文化，但是明显出

现衰落和断层。

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都使得

黄河中下游逐渐成为中华文明汇聚

和发展延续的中心。黄河中游的文

化类型和黄河下游的文化类型，以

及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文化类

型，在交流、冲突中出现相互渗入

的情况。这一过程中，黄河中游的

仰韶文化逐渐演变为河南龙山文

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与黄河下

游的山东龙山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相

似性，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特性也部

分地汇入到龙山文化当中，融合成

为具有共同特质的早期中华文明。

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整个黄河

中、下游地区逐步形成一个以种植

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品种作物

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在相对稳定

的经济支持下，这个社会的人口在

缓慢增长，城邑兴建逐渐开始在中

原和海岱地区流行起来。这一时期

具有地区统治中心地位的城址和特

大型聚落的涌现，大体反映了五帝

时代万邦林立的状态，与夏商周王

朝文明相比，可称为邦国型文明。

而从邦国型文明向夏商周王朝

文明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域

的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之间开始出

现有记载的战争。战争加剧了不同

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也加速了阶

级的分化，产生了世袭制的夏王

朝，中国历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

突出反映夏文明特征和发展高

度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

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

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

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

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充分代

表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以

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

语》 等文献所记夏朝晚期的年代与

活动区域相符，并且对周边地区产

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形成一个

二里头文化圈。二里头文化的礼器

和礼制向四周传播，正体现了“九

州攸同”的发展趋势，说明夏文化

逐步被周围的邦国和部族所接受，

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不断对周边产生

文化影响力。

从文明萌生到王朝文明出现，

早期中国的历史进程说明，中华文

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

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

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

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洛阳

偃师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

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早期“中国”的国家
形态及其特色

夏 王 朝 在 诞 生 和 扩 大 的 过 程

中，与处于其东方的“夷”进行过

战争。夏在夷夏之争中占据了优

势，但是继夏而起的商部分继承了

东夷人的文化，并和夷人结成了军

政同盟，在夏商之争中获胜，建立

了商王朝。《左传》 云：“夏启有钧

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竹书

纪年》 记载：“商会诸侯于景亳。”

“景亳之会”是商汤联合东夷诸族的

一次会盟活动，经过“景亳之会”，

以商人为首、联合东夷诸族组成的

联军一路向西，进入二里头，倾覆了

夏王朝。后来黄河中游更为靠近西部

的周人兴起，又继承了商的天下。可

以说，东部与西部的政治对峙成为夏

商周三代历史演进的推动力。

夏商周虽然在政治上代表相对

立的政治集团，但是在文化上彼此

之间的相似性是更为主要的。三代

的迭代和交融，发展到西周时期，

展现出较为成熟的文明国家形态，

在民族发展上也形成了一般所认为

的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并在文化上

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华夏文化的

基本特征。以西周国家为典型的中

国早期国家，突出反映了中华文明

的特质：在国家政治合法性上奉行

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民意；在

国家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家国同构、家

国一体；在民族构成上呈现为多个族

群的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一） 以“德”为中心天命来自

民意。很早以前，古代中国人就把

宇宙想像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

造，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

切都被覆盖在天的下方。古代中国

人的这种对于“天”与世界的直观

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

反映着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的主观结论，同时也会导致世界上

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夏

商周三代，随着“天”和祖先神的

结合，逐渐产生了“天子”的思

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

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他代表

“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尚书·商

书·盘庚》“予迓续乃命于天”，说

的是商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丕显文

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

邦”（《大盂鼎铭文》） 说的是周的

统治是受命于天。商代是“天子”

思想的萌芽期，周代则更为明确地

体现出这种认识。值得注意的是，

周人在继承商人的“天子”观念的

同时，认识到“天命靡常”，所以周

人不完全将血缘而是突破性地将

“德”作为统治者成为“天子”的标

准。另外，通过商周革命，周人也

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体会到民

心向背可以决定王朝的兴衰。于是

在政治理论上，周代相较于商代有

了比较大的突破创新，形成了德为

中心、天命来自民意的政治思想。

在政治合法性的探索上，中国古人

没有诉诸于神权，也部分地摆脱了

血缘的束缚，使早期中国逐步成为

一个基于德行政治理念的世俗国家。

（二） 家国同构。在构成国家基

本框架的政治体制方面，周王朝有

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宗法制，二是

分封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家

族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国家权力，

并以具有等级制的礼乐制度作为其

外在体现。宗法制主要处理的是姬

姓家族内部的关系，周天子作为天

下大宗，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是所

有姬姓的宗主。周天子去世后其天

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则分封

到各地为诸侯，各诸侯也以此类

推，从而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

—士这样的金字塔结构。显然，宗

法制在中央地方权力分配角度展开

就是分封制，不过在分封制实行过

程中，除了姬姓的诸侯，还有不少

异姓诸侯。比如商人的后裔在商朝

覆灭后，周人为不让其宗祀灭绝，

先是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于殷，以

奉宗祀。周武王去世后，武庚叛

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周又封纣王

兄长微子启在商丘，国号宋。另外

还有在商周战争中支持周的一些部

族及功臣，在周朝建立后，周天子

也对其进行了分封，如封姜尚为齐

国之侯，成为齐国始祖。可以说，

西周建立之初，通过分封制，形成

了主要以姬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

为辅，共同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

格局。《尚书》中载“克明俊德，以

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协和万邦”，说的就是宗法

制和分封制共同塑造的这样一种家

国一体的国家构成模式，这对中国

的影响十分深远。

而礼乐制度是家国同构的国家

政治体制在文化制度上的外化，《周

礼》 就规定天子可用九鼎，诸侯用

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到了

东周，周天子权力衰微，各国诸侯

开始出现礼制上的僭越，在当时的

郑国后来考古学家就挖掘出了九

鼎，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

则是楚国挑战周天子权威的鲜明表

现。因此，在 《论语·季氏篇》 中

孔子总结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

伐自诸侯出。”在周代走向没落的过

程中，礼乐制度的崩坏是周代金字

塔式的家国同构政治体制解体的反

映。但是，即便在周朝的政治体制

瓦解之后，家国一体的特征某种意

义上通过孝—忠这一对辩证统一的

价值观延续下来，尤其是经过儒家

的阐述，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

心价值。

（三） 统一多族群共同体。随着

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定与成熟，逐渐

形成了一种以“礼”作为标准来区

别“华夏”与“夷狄”的早期民族

思想，作为方位概念产生的“中

国”也开始与“华夏”相融合，成

为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意义的政治

共同体概念。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一个

铸造于西周成王时期名为何尊的青

铜器铭文中，这里的“中国”指天

下之中、西周中心之地洛邑，周天

子直接统治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

展，中国所指代的范围逐步扩展，

也从空间方位概念转变成古代民族

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开始代表具

有族群指向、更强调血缘的“华

夏”。在西周早期，周成王分封荆楚

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

为楚子。子不仅是一种爵位的称

号，更代表着楚并非是华夏、并非

是“中国”，到熊绎的孙子熊渠时，

他还明确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

之号谥”，自己也并不认同楚属于

“中国”。

通过姬姓诸侯国与异姓诸侯国

的联姻，“华夏”的血缘共同体在不

断扩大，同时“中国”的范畴也在

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

如楚国等原本自认为不是“中国”

的诸侯国通过对华夏文化的学习吸

收，自觉认同华夏礼乐文化。如

《孟子》 里记载：“陈良，楚产也，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楚国人陈良出于对周公孔子之学的

仰慕，前往北方学习。从而将原初

具有深厚血缘意义的华夏转化为一

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华夏，使得

华夏或者说“中国”成为一个政

治、文化上的多个族群构成的共同

体。“中国”扩大的过程鲜明展现出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到了东周

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

国”了。随着将周王朝诸侯国囊括

进“中国”的范畴，“中国”的范围

也在不断扩大，战国时，“中国”已

成为列国全境的称号。可以说，周

代中国已经是包含了多个族群的统

一国家。

周秦之变和“大一
统”国家的形成与演进

随着周天子权力的衰微，诸侯

争霸，中国实际上陷入分裂，但是

重新统一、建立新的秩序的追求并

没有消失。诸子百家思想，虽然实

现途径不一，但都反映了对新的国

家蓝图的构画。秦灭六国统一中国

之后，要去改变随着春秋以来周天

子权力的衰微和诸侯力量的强大而

展现出的周制的缺陷，从而解决天

下战乱不止。统治失序的问题。法

家思想正是要完全从周制的反面去

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君主

权力集中、中央统治有力、社会充

满活力的新的统治秩序。

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在历史

发展演变的基础上，秦始皇建立秦

王朝后，全面推行郡县制等一系列

不同于周代政治制度但在春秋战国

时期部分萌芽和发展的政治制度，

奠定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王朝国家

基本的制度框架。周秦之变，打破

了世卿世禄，充分激发了阶层流动

和社会活力，同时也解决了分封制

所带来的地方分权问题，使中国重

新走向统一并分配了中央地方权

力，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

了巨大的作用。

秦制为汉制继承后，发展到汉

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性文

化。董仲舒把 《公羊传》 中的“大

一统”之意加以发挥，形成了中国

传统意义上“大一统”的三大要

素：空间疆域上的统一，时间上的

五德终始与阴阳五行天命模式的转

换，以及帝王德行的保有。“大一

统”思想的形成与不断丰富，构成

中国追求国家统一的重要思想土

壤。通过对秦制的继承和调整，加

上统治西域的现实政治格局，汉王

朝形成了一套基于“大一统”思想

的多民族统治格局：内层的传统

“华夏”之地、中层的其他族群聚集

地区、外层的以当时的朝贡方式维

系的其他部族集团，巩固和稳定了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和

大致疆域。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

隋唐时期中国重新实现了“大一

统”的格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出

兵击突厥，贞观四年破东突厥，原

属于突厥所控制的西北一带部族归

附唐朝，唐太宗称“天可汗”，以此

身份统御北方游牧民族。唐代皇帝

同时又是“天可汗”的多元领袖身

份，并以“天可汗”统御北方诸部

族的体制，是真正在统治管理多民

族国家当中发明的一种新的制度。

“天可汗”并非仅仅是唐太宗所拥有

的称号，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初

年，发生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仆固

（仆骨） 是铁勒部九姓之一，其引吐

蕃、回纥、吐谷浑、党项等部总共

数十万人攻唐，代宗命郭子仪率兵

抵御。回纥等大吃一惊，说：“仆固

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郭） 令公

亦谢世，中国无主，故从其来。今

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之曰：

“皇帝万岁无疆。”回纥皆曰：“怀恩

欺我。”（《旧唐书》） 可见，即使

是安史之乱后，虽然因为唐中央权

力衰弱。实际统治力量不足，但北

方游牧民族仍然认为唐朝皇帝就是

天可汗，这种多元领袖身份作为一

种制度依旧获得认可。

随着唐代的灭亡，经过五代十

国的分裂时期，北宋恢复了中原的

局部统一。整个辽宋金时期，是汉

人政权和契丹、党项、女真人所建

立的政权在局部统一基础上的对峙

和更迭。辽的特别之处在于，首次

以非汉人统治者的政权，同时统治

一部分传统汉人农耕区和北方游牧

区。于是，产生了使用两种管理体

制的统治方式，也就是 《辽史》 所

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

人”。这种二元的治理方式，有将契

丹原有统治区视为牵制汉人的政治

资源的原因，但是也为中央直接管

理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区提供了有益

的经验。

发展至清代，则广泛吸收了前

代王朝经验，建立起一套中央直接

以不同方式有效统治不同民族区域

的多元管理体制。清代对满人“龙

兴之地”东北地区、西藏、蒙古以

及新疆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并以理藩院作为总辖民族事务的中

央机构，显示出对于辽代、元代制

度的继承发展。另外，清朝皇帝也

具有多元领袖身份，比如康熙皇帝

作为蒙古诸部的首领，称号是恩赫

阿木古朗汗或阿木古朗汗 （蒙语

“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

的意译），这一点则又吸收了唐代以

来的统治经验。清朝统治者同样以

“中华王朝”正统自居，强调以“礼

仪”别内外而非以“种族”别内

外，这克服了宋代以来狭窄的种族

观念，而回归以“文化”视角理解

民族关系的汉唐模式，以中华文明

为内核塑造了传统国家体制下多民

族的“大一统”国家。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自古

以来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国统一多

民族国家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不断发

展，文明能够一直延续，展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是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创

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密不可分的。

这些特征也是中华文明步入近代、走

向未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国家行

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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